
《給被壓迫者充權的人民歷史書寫》 

 

評論：蒙兆達   （標題為編輯所加） 

 

看過了馬老闆及陳景輝的文章，我也有一些回應作補充。馬國明提到，香港市民再

一次創造歷史，不過他的論調比較失望，因為這個歷史被扭曲了，並受到當權者的

收編。特別在文章較後部份提到一個說法，就是將七一的參加者講成是，市民因為

對經濟問題好不滿，民生問題好不滿，因此才上街而已。這些都是跟政治或民主無

關，亦與廿三條未必有直接關係。這一種說法我自己當然會認同當權者的論述是一

種相當無賴的論述，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會有點戚戚然，因為是否完全與經濟民生

無關？當年七一大遊行的社會根源是怎樣？如果我們把七一大遊行放回社會脈絡

去，站在我的立場，會有不同的詮釋。如果我們只是把七一理解為純粹對人權民主

的追求，而與現實中市民正面對的困境無關的話，這裏可能根本就存在著一個空洞

化的問題。當回到社會根源又是怎樣？我經常將這個問題從九七年回歸之後的九八

年金融危機，來觀看香港整個社會境況的轉變。 

  

事實上，我是覺得九七年回歸之後，九八年金融危機令社會整體資源結構分配或基

層市民的待遇狀況帶來一個好大的轉變。而當時發生的狀況，正正是今日我們目睹

在希臘、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出現的所謂緊縮政策。如果我們把目光回到九八年之

後，當中連續有五年時間，政府是陷入財政赤字之中。政府回應財政赤字的方法是

不斷推出緊縮政策，包括先後兩次削減綜援，及在公務員系統內引入合約制及將之



外判，以及加速私營化，也包括停建公營房屋等等。這些問題的而且確在社會上製

造了相當大的怨氣和不滿，而這些不滿在七一遊行爆發出來的時候，便完全指向了

董建華的無能及政府的管治問題。這些「危機」的轉化，大家可以理解為當經濟危

機出現時，政府所面對的困難是它需要作出取捨，它要在繼續滿足市民需要的情況

下，是選擇分配資源去滿足市民？還是選擇分配資源去解決資本的危機？或是嘗試

舒緩資本累積所面對的問題？當時政府的做法跟好多提出緊縮政策的歐洲國家一

樣，都是選擇了偏向資本的利益，透過資源上的重組，再一次向資本傾斜。 

  

所以我們見到，每一次經濟危機出現時，大家的意識形態都是要共渡時艱，而不去

了解為何社會會出現問題。但每一次危機之後，每一次的經濟復甦，卻令貧富懸殊

不斷地惡化，資本和富有階層手上所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我

們去探索七一大遊行的社會根源和背景時，我們就會重現一種階級的視角。當我們

把七一大遊行放回具體的社會脈絡上時，亦令我們的批判指向壓迫的社會關係及資

本的邏輯。 

  

當然，當我看馬國明的文章時，我經常會追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不滿於當

權者的歷史書寫時，到底屬於人民的書寫又會是怎樣的書寫？當然我們斷不會理解

所謂的人民書寫，就是等同於非當權者及非政府的書寫；那到底一種人民視角的書

寫又會呈現出怎樣的狀況？這個層面上的回應，其實與陳景輝文章上所提到的領導

權其實是相關的。陳景輝提到的領導權正正是葛蘭西的分析內的統治者，不單利用

武力及軍事來統治國家，也是在利用民間社會內的意識形態來統治國家，是獲得被



統治者同意下的統治。所以這不純是一種強制，而是一種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這

一種領導權的說法也是有一種傾向，是把領導權看成是統治者的工具，只是這種工

具是獲得同意，而非通過強制而來。但是我們只要從社會運動或階級的角度觀察

時，領導權也是一個戰場，一個領導者與被統治者爭奪的戰場。 

  

所以，餘下來的問題是，社會運動和人民運動都需要回答，當我們和統治者抗爭的

時候，如果領導權是一個戰場，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怎樣形式的領導權，能令反對

運動可以不斷壯大，並由此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以及新的價值？當然，當我們回顧七

一大遊行以後十年的變化，其實在某程度上我們都能見到以往主流的意識形態，那

種所謂的自由市場萬能，多勞多得的獅子山下精神，或憑個人努力可以出頭等，這

些意識形態在金融風暴以後，經過不斷的企業重組又剝削，不斷導致貧富兩極化的

政府政策下，已經是越來越少人相信，這一些意識形態是正在逐步瓦解。時間留下

了一個空白，在今天我們見到的是右傾本土主義抬頭，某程度上也是在搶奪新意識

形態的主導權。但是在左傾或較注重社會進步主張的觀點上，又如何在領導權上可

以建立另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有助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這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回應

的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從近年民間運動的變化中，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以往當經濟危機出現

時，往往我們的反抗都是一種本能式的反抗，就是我們要去維護既有的利益和資源

不被侵奪。我們要去抵抗當權者的剝削，及對我們的侵犯。但是我們現在能見到

的，不論是反高鐵運動還是一些本土保育的運動，或者是紥鐵工潮碼頭工潮等等不



同的工人抗爭，我們的反抗開始不再是defensive的一種反抗，而是我們要爭奪，去

改善收入、我們要重奪城市的生活空間。在這些運動中我們可以見到一種對社會未

來的構想和想像出來，我們也在這些實踐這些構想中，帶出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及

願景。但是這種希望和願景都是模糊而不扎實，這也是剛才所提到當主流意識正逐

漸瓦解之際，這些新的較進步的意識形態卻仍未是十分扎實。 

  

回歸剛才我所提到的人民書寫與當權者書寫，從這些我觀察到，當權者的歷史書寫

最大的分別在於，這種書寫具有將被統治者去權的傾向，而人民的歷史書寫則有人

民充權的傾向。這也提醒了我們自己，從事社會運動抗爭時，我們好容易傾向形容

自己為被害的客體。這一種觀點是來自我引用了多年前趙剛的文章，就是「妒恨的

政治」。我們好容易傾向理解自己為一種被侵害、被剝削的狀態，但卻不能在運動

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所以在許多時候當有人為人民作書寫的時候，在書寫的過程

中，表現出他們對被描寫對象——被壓迫被剝削狀況——的同情，但是這種同情的

狀況往往把他們描述為無能力反抗的被害客體，這種做法某程度上都是代入了當權

者的歷史書寫之中。所以一種新的書寫，人民的歷史書寫將是一種可以令被壓迫者

充權的一種書寫。 

  

當然，我提到人民的歷史書寫時，並非指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書寫，也包括一般寫作

或新聞報導，因為在很寬鬆的角度看充權的解釋都是歷史書寫。以當權者角度寫出

來的故事或報導，就看不見人民在其中的角色，又或者嚴格一點，社會運動、人民

運動在歷史裡發揮的作用是什麼。正如僱傭條例的出現可能是因為施政者留意到勞



工問題出現，所以立法舒緩社會現狀，而不會指出立法背後原因為六七暴動影響政

府的管治危機。又如書本著眼公屋計劃為麥理浩的德政，而看不見人民在其中給予

的壓力。若果看日後如何描述最低工資立法，相信也不會提及職工盟組織了多次遊

行，又或者是過去十年五一群眾高舉最低工資的旗幟，反而會被說成曾蔭權任內一

項回應社會需要的政策。所有這樣的書寫過程都會變成人民無法參與其中亦看不到

其作用，而是施政者基於客觀的社會經濟形勢變化作出的政策。一個以這種視角寫

出來的故事，我會理解為去權的書寫，是一個代入當權者思維的書寫。正如馬克思

在《共產黨宣言》開首中提到「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我想當中意義是，在

審視歷史時不止單純看見資本家如何不斷剝削工人，而是馬克思的視野中，在社會

的演變裡階級抗爭所發揮的推動作用，因此，歷史從來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歷

史，而是資本與工人鬥爭的歷史。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内容整理） 

 


